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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孔令雲，文學博士，現任職於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民國文學研究院，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翻譯文學研究。
 **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

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很重視中國經典的翻

譯，而在翻譯的所有中國古代經典中，無論從翻

譯篇數、出版率，還是從事翻譯的傳教士人數，

《四書》均獨佔鼇頭。據統計，四書各篇譯文達

二十五篇，而且有56%在譯作問世的時代即得以出

版，比例之高為其它類別譯作無法企及；從譯者

角度講，二十一位從事經典翻譯的耶穌會士中，

有十二位翻譯過四書，比例達到57%。 (1)
來華耶

穌會士為何如此重視翻譯《四書》？他們翻譯《四

書》所據何種底本？《四書》譯文在歐洲如何出版

以及出版後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文試對這些問

題加以探究。不確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耶穌會士翻譯《四書》的原因及所據底本

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極為重視中國經典著

作的翻譯，這是因為他們在抵華後即發現：“中

國的經典著作對所有的中國人，無論他知識淵博

還是沒甚麼文化，仍舊具有深遠的影響，對人們

的思想意識仍佔據着支配地位。”“這些經典著

作是這個國家唯一願意採用的教科書，沒有別的

書能與它們競爭。”
(2)
而在中國古代經典中，明

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最推崇的就是《四書》。

因此，中國經典被譯成西方語言，起始於《四

書》，而譯者就是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從

第一位在中國內地居住的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嘗試將《四書》譯為拉丁文開

始，到1711年耶穌會士衛方濟(François Noël)在

布拉格出版《中國經籍六種》(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四書第一個包括《孟子》

在內的完整譯本出版，誠如有論者所指出的，     

“四書的西譯走了一百二十年的路程”
(3)
。在中

國古代經典中，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為何最推

崇《四書》將其作為翻譯首選？究其原因，大致

有以下幾點：

第一，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來華耶穌會士認定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而《四書》則

最能體現儒學思想。利瑪竇作為在華傳教事業的

奠基人，“恐怕是從古以來，所有到過中國的外

國人中，最出名的一個”。
(4)
他遵照耶穌會東方

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視《四書》為儒家學說的真正代表。他們翻譯《四書》既是出於學

習漢語、藉此熟稔儒家學說的考慮，還有通過演習儒家學說積累與士大夫交往資本之想法。翻

譯所據底本以朱熹註疏本為主。《四書》譯文在歐洲的出版，將孔子學說系統地介紹到歐洲，

引起歐洲各界對中國的廣泛關注，對歐洲18世紀哲學思想、啟蒙運動乃至歐洲早期漢學的發展

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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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團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中

國開教“最重要之條件，首重熟悉華語”
(5)
之訓

示，在“盡通中國語言文字”
(6)
、熟讀儒家經典

的基礎上，深深認識到儒家學說作為中國士大夫

群體意識，在維繫中國社會人倫秩序中佔據着主

導地位：
(7)

中國哲學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

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來激勵他的

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節制的生活方

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

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聖。(⋯⋯)我們就

不得不承認他可以與異教哲學家相媲美，而且

還超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中國有學問的人非

常之尊敬他，以致不敢對他說的任何一句話稍

有異議，而且還以他的名義起誓，隨時準備全

部實行，正如對待一個共同的主宰那樣。

正是基於此種認識，利瑪竇採取了“引經籍以闡

道”的策略，在其所著《天主實義》上卷第二篇

即稱：

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

子曰：“郊社之禮，所以言上帝也。”朱註曰： 

“不言後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

可為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執兢武王，

無兢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曰：“聖

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雅》云：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

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

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具

備，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以事

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後。”(⋯⋯)上帝有庭，

則不以蒼天為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

天主，特異以名也。
(8)

寥寥二三百字，利瑪竇引用含有“上帝”

的經籍段落達十一處之多，所引經籍包括《中

庸》、《詩》、《易》及《禮》等，其目的在於

證明基督教之天主乃“六經”所稱之“上帝”。

但是，“利瑪竇的比附，並不完全出於傳教上的

功利主義”。
(9)
因為在他看來，儒家學說是合於

天主教的：“儒家這一教派的最終目的和總的意

圖是國內的太平和秩序。他們也期待家庭的經濟

安全和個人的道德修養。他們所闡述的箴言確實

巴黎1687年拉丁文版《中國賢哲孔子》書內的孔子雕版像。

這是歐洲出版物中較早的孔子畫像。畫中的孔子身穿儒服，

頭戴儒冠，手持類似笏的板子，站在一座廟宇式的書館前。

書館上端寫有“國學”二字，下面附有拉丁註音和解釋，書

館兩邊柱子右邊寫着“天下”，左邊寫着“先師”，孔子身

後兩旁是裝滿經書的大書架。孔子像之下的拉丁文，是關於

這位聖人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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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指導人們達到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

光明與基督教的真理。”
(10)
在《辯學遺牘》中，

利瑪竇即坦承：

竇自入中國以來，略識文字，則是堯、

舜、周、孔而非佛，熱心不易，以至於今，區

區遠人，何德於孔？何非於佛哉？(⋯⋯)堯、

舜、周、孔，皆以修身事上帝為教，則是之；

佛氏抗誣上帝，而欲加諸其上，則非之。
(11)

利瑪竇將孔子思想視為儒家學說的真正代表，

而真正代表孔子思想的著作就是《四書》，當然

他所指的是原始儒家即先秦儒家的《論語》、《孟 

子》、《大學》和《中庸》，而不是朱熹所撰

的“四書”——即《四書章句集註》。實際上，

利瑪竇在“四書”的概念上存在誤解。因為“四

書”之稱始於北宋，北宋時期將《孟子》陞經，

《論語》加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

兩篇才配合為四；南宋時，朱熹撰《四書章句集

註》，“四書”之名始定。儘管如此，利瑪竇將

《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視為

反映儒家思想的經典之作，這一點並無不妥。

第二，傳教士翻譯《四書》，是為了學習漢

語的需要。《四書》不僅最能體現儒學思想，而

且是中國文人的入門讀物和基本學習對象。本來

在中國古代經典中，以五經最為重要。“五經”

之稱始於西漢武帝，指的是《易經》、《詩經》、

《書經》、《禮記》與《春秋》，相傳由孔子刪

訂、整理。但五經過於深奧不易理解，當然更不

容易翻譯。幸好如前揭所示，北宋時將《孟子》

陞經，把《論語》、《孟子》以及《禮記》中的

《大學》、《中庸》提昇為儒家經典，特別是南

宋朱熹，他公開宣稱：“《大學》是為學綱目。

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裡許。

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

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

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12)
由於朱熹的大力提

倡，“學庸語孟的地位漸漸超過五經，成為芸芸

學子必須爛熟於胸的經典”。
(13)
尤其明代以降，

朝廷舉行的科舉考試中最重要的第一場，就是代

聖賢立言，用八股文來闡發四書中某一句話的意

義，這就使得《四書》的地位更加重要。在這種

情況下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翻譯中國古代經典

時，自然把《四書》作為首選。同時，《四書》

作為學習漢語的材料，還有其它經典所不具備的

優勢，就是語言相對淺顯易懂。四書當中，《論

語》與《孟子》中有許多章句近乎口頭語言，容

易學習理解；《大學》不僅篇幅短，而且多反

複排比句子，如“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正其身

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中國賢哲孔子》拉丁文版扉頁(1687，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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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這種句子不僅容易記誦，而且翻譯起來

難度也相對較小。所以自第一個進入中國內地傳

教的耶穌會士羅明堅開始，就從事《四書》的翻

譯，以作為來華耶穌會士學習漢語的材料。據利

瑪竇稱，他奉范禮安之命為新來的傳教士準備漢

語學習材料時，就已經翻譯了《四書》的部分內

容，以指導新來的耶穌會士學習中國文言和正確

文體。
(14)
而據學者研究，後來的耶穌會士在學習

漢語時，確曾不同程度地利用過這些譯稿，並對

譯稿不斷地進行修改和加工、潤色。
(15)
安文思也

說耶穌會士是通過“四書”來學習中國的文字和

語言的。
(16)

第三，耶穌會士通過翻譯《四書》，研習儒

家之學，也是出於積累與中國士大夫交往資本之

需要。耶穌會士要想與士大夫結交並取得他們

的賞識，當然首先要掌握四書。誠如方豪神父所

說：“人皆有自尊心，外人研究中國經籍，中國人

自當引為同志。”
(17)
天啟二年進士、湘隱居士黃景

昉所以器重艾儒略，蓋因其熟稔儒家經典。在所作

〈三山論學記序〉中，他曾這樣稱道：

以余所交，如思及艾先生恭慤廉退，尤儼

然大儒風格，是則可重也。嗟乎！以彼大儒風

格，特見於重絫朞之久、八萬里之遙，吾輩安

坐飽食，目不窺井外，乃面見焉議其區區得

失，是則可愧也！
(18)

但是，利瑪竇本人不承認他適應儒家是為了

討好士大夫：“若謂竇姑佞孔以諂士大夫，而徐

伸其說，則中夏人士，信佛過於信孔者甚多，何

不並佞佛，以盡諂士大夫，而徐伸其說也？”
(19)

然而同時他又這樣解釋其堅稱儒家合於天主教的

良苦用心：“他們擁護孔夫子，所以可以對孔夫

子著作中遺留下來的這種或那種不肯定的東西，

作出有利於我們的解釋。這樣一來，我們的人就

可以博得儒士們極大的好感。”
(20)
不論利氏如何

辨白，都不能否認其尊崇孔子、熱捧其學說的目

的。

還有，來華傳教士均用拉丁文翻譯中國經

籍，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天主教會要求傳教士都

必須精通拉丁文，嚴格主張用拉丁文做彌撒；二

是拉丁文在當時歐洲亦最為流行。所以方豪神父

認為：“以拉丁文譯我國經籍，不特可以顯其古

雅，且拉丁文自經教會採用後，宗教道德之特有名

詞，亦至為完備，翻譯時，絕不致有困難感；且拉

丁文在當時，雖不能謂為家喻戶曉，要為普通學人

所稔，以之譯我國經籍，流行亦易。”
(21)

至於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翻譯《四書》選

用何種底本，迄至目前學界仍存在不同觀點。一

種觀點認為，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翻譯《四

書》選用的底本是宋儒朱熹的《四書》註疏本，

持此觀點的代表學者為潘吉星。他認為，由於“朝

廷規定宋儒朱熹(1130-1200)註本為標準版本，

因此耶穌會士拉丁文譯本亦必以朱註本為翻譯

底本”
( 2 2 )
。但張國剛對此提出不同看法，他

認為“雖說朱熹的《四書集註》是欽定四書註

疏本，但耶穌會士礙於朱熹的無神論思想卻不能

選用”，他據此認為此次翻譯選定的藍本為張居

正的註釋本，因為“張居正的註疏被認為是理論

與實踐的融合，他有時批評理學家，這點令耶穌

會士比較中意。而且張居正的語言直白易懂，也

是被耶穌會士選擇的原因”。
(23)
的確，利瑪竇

在研讀儒家經典的過程中，已發現以朱熹為代表

的新儒學即宋代理學與孔子的先秦儒學存在着根

本的不同：先秦儒家經典所提到的“上帝”完全

消失，而新儒家所強調的“太極”和“理”等概

念“在某些方面與中國古聖人的說教是矛盾的”，

認為宋明理學走上了物質主義和無神論的道路，

而對其給以強烈抨擊：“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

能立，曷立他物哉”；“理無靈覺”，“以無靈

覺之粗下，為施靈覺之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 

“理卑於人”，“人能弘道而非道弘人也”。
(24)

利瑪竇所以強烈抨擊“理”，乃因為他認為新儒

學的這一哲學命題“佔據了天主教中‘天主’

或‘上帝’的位置”
(25)
，這自然是作為天主教士

的利瑪竇所不能容忍的。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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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的《四書》註疏為欽定註疏本，但由於其中所

包含的無神論思想，還是被耶穌會士棄用。

法國學者梅謙立則認為，雖然利瑪竇對朱熹

思想持否定態度，但他還是從《四書》中學習儒

家思想，殷鐸澤等人翻譯《中國智慧》和《中國

政治倫理知識》兩本著作就是採用朱熹的《四書

章句集註》。但由於朱熹哲學體系中存在無神論

和唯物主義思想，殷鐸澤等耶穌會士出於為自己

的傳教政策進行辯護，決定不再採用朱熹的《四

書章句集註》，而採用張居正的《四書直解》。

梅謙立指出，“雖然《孔夫子》(即《中國賢哲孔

子》)所用的《四書》的選定、版本、解釋主要來

源於朱熹，可是，《孔夫子》卻隻字未提朱熹對

其形成的影響”，而且列舉了三個理由來說明張

居正《四書直解》的優越性。也就是說，梅謙立

認為耶穌會士翻譯《四書》受朱熹《四書章句集

註》的影響極大，祇是耶穌會士有意隱瞞了採用

朱熹註疏這一事實而已。
(26)

而許明龍認為，柏應理等翻譯《四書》所選

用的底本並非朱熹的註疏本，而採用的是張居正

的《四書直解》。這是因為柏應理在傳教策略上

是利瑪竇“適應性傳教政策”的堅定維護者，所

以柏應理等翻譯四書時採用了張居正的《四書直

解》，避而不用朱熹的註疏，並且認為“這也許

就是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的中文書名

《西文四書直解》的由來”。
(27)
張居正的《四書

直解》是為年幼的皇子編寫的啟蒙讀物，自然淺

顯易懂，因而收在《中國賢哲孔子》中的由柏應

理等據此翻譯的經籍譯文讀來比較容易。但是衛

方濟(François Noël)編譯《中國經籍六種》，則

是兼用了朱熹和張居正的註疏，因為《孝經》和

《小學》的翻譯人選，已說明耶穌會士對朱熹的

看法有所轉變。特別是衛方濟以朱熹註疏為主，

張居正註疏僅為輔助來進行翻譯，這使得“內容

和文字就不那麼淺顯易懂，這大概就是《中國經

籍六種》遠不如《中國賢哲孔子》普及的原因之

一”。
(28)
當然，柏應理等的《中國賢哲孔子》出

版在先，應當說，衛方濟的《中國經籍六種》是

在柏應理推出的那個版本已經深入人心的情況下

出版的，加之衛方濟翻譯所據的藍本以朱熹的註

疏為主，有些翻譯與耶穌會士們習慣接受的解釋

不同，或者說有些犯忌。孟德衛認為，這也是導

致衛方濟的譯作不如《中國賢哲孔子》普及的一

個重要原因。
(29)

綜觀上述各論，筆者傾向認為法國學者梅謙

立所說更具說服力。

《四書》的翻譯及出版

來華耶穌會士中，第一位從事《四書》翻譯

者是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自1579年抵達

中國澳門後，羅明堅就遵照范禮安的要求，開始

學習漢語，“以便日後用中文著書，駁斥中文書

中的謬誤。希望將來能為天主服務，使真理之光

照耀這個龐大的民族”。
(30)
羅明堅學習中文極為

刻苦，抵華三年多後已能用中文進行寫作，並嘗

試將《四書》譯為拉丁文。
(31)
實際上，在翻譯《四

書》為拉丁文之前，羅明堅在1582年已將其一本

中文書的拉丁文譯稿寄回羅馬，裴化行認為這本

拉丁文譯稿應是《三字經》的譯本。
(32)
但是，羅

明堅尚未將《四書》譯完，1588年就因“請求宗

座正式遣使於北京”
(33)
而被要求返回歐洲。羅明

堅到羅馬後，恰遇“四易教宗，使節之事不得要

領”，
(34)
遂逗留羅馬，並最終未能再返中國，於

1607年歿於意大利薩勒爾城(Salerne)。逗留羅

馬期間，羅明堅本欲繼續翻譯《四書》，但由於

耶穌會總會長懷疑他的中文水準及其譯文的正確

性，他無法繼續其翻譯計劃，《四書》也最終未

能譯完，僅翻譯了《四書》中《大學》的部分內

容。1593年，曾任教皇秘書的帕賽維諾(Antonio 

Possevino)出版《百科精選》一書，將羅明堅所

譯《大學》的部分章節予以發表。這是中國古代

經籍的西譯首次正式發表，但並未引起人們的注

意。
(35)

羅明堅返歐後，在肇慶的利瑪竇奉范禮安之命

翻譯《四書》，以俾新來傳教士學習漢語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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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載利瑪竇在1593年底即已完成《大學》、《中

庸》、《論語》的翻譯，次年11月又譯成《孟

子》，取名為《中國四書》(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利瑪竇在1594年11月15日致德‧法

比神父的信中說：

幾年前我着手翻譯著名的中國“四書”為拉

丁文，它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是倫理格言集，

充滿卓越的智慧之書。待明年整理妥後，再寄給

總會長神父，屆時你就可以閱讀欣賞了。
(36)

艾儒略(J. Aleni)在其所著《太西利先生行

蹟》中亦曾說：“利子曾將中國《四書》譯為西

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悅之，知中國古書，能

識真原(⋯⋯)皆利子之力也。”
(37)
實際上，雖然該

譯文在利瑪竇的書信及相關著作中一再被提及，

但是否寄出迄今仍不得而知。
(38)
有人推測他的手

稿遺失了，也有人認為它們成為後來耶穌會士學

習中文的入門書而代代沿用並最終被吸收進後來

出版的那套四書中。
(39)

然據裴化行稱，《大學》和《論語》的譯稿

最早出自葡籍耶穌會士郎俊生(André Ferran)之

手，後經郭納爵(Ignatius da Costa)修改，於1662

年在江西建昌以殷鐸澤的名義刻印成書，書目為

《中國箴言》(Sapientia Sinica)
(40)
，包括《論語》

譯文五頁，《大學》譯文十四頁，此外還附有一

篇簡短的孔子傳。
(41)1667年和1669年分別在廣

州和果阿出版了《中國人的政治道德》(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署名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並由他作序，收入了《中庸》的部分

譯文計五十四頁，所附孔子傳篇幅大於1662年《中

國箴言》中的孔子傳。
(42)
署名人殷鐸澤在扉頁上

列出十七位譯審者的名字，四人任監督，十二人校

閱。
(43)
孟德衛認為，譯文至遲在1671年已經基本完

成。
(44)
這部譯稿被柏應理帶到法國，1687年作為

《中國賢哲孔子》的核心部分在巴黎出版。
(45)

雖然1687年巴黎版的《中國賢哲孔子》僅包

括《大學》、《中庸》與《論語》的譯本，但

書的扉頁上的中文書名卻為《西文四書直解》。  

《孟子》未被收入的原因，據學者研究大致有三

個方面：1)《孟子》在四書中篇幅最長，將其全

部翻譯顯然費時太長；2)《孟子》中許多關於人

性本善的論述，與天主教聲稱的人生來即帶有原

罪，祇有信奉基督教才能得到贖救的教義大相

徑庭；3)《孟子》中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的論述，與天主教神職人員的不婚不仕針鋒相

對。
(46)
正如方豪神父所言，該書“惟《孟子》未

譯，故稱以《西文四書》，實不甚妥”。
(47)

另外，康熙初年來華的奧地利耶穌會士白乃

心(Johannes Grueber)，曾經陸路返回羅馬報告

中國教務。再返中國時仍循陸路，本擬經歐洲北

部，但行至君士坦丁堡時患病，折返佛羅倫斯，

然後至德國與匈牙利，1680年9月30日卒於匈牙

利巴達克(Patak)。(48)1687年，氏著意大利文《中華

帝國雜記》(Notizie varie dell imperio della China)出

版，係根據其所述有關中國的資料編纂而成，書

末亦附有《孔子傳》及《中庸》譯文。
(49)

四書第一個包括《孟子》在內的完整譯本是

耶穌會士衛方濟(François Noël)於1711年在布拉

格出版的《中國經籍六種》(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衛方濟為比利時人，由阿維羅(d’ 

Aveire)公爵夫人資助，1684年偕賽洛塞(Philippe 

Selosse)神甫赴日本傳教，因不能入境，乃改赴中

國。抵中國後，曾在江蘇、江西等地傳教。1702

年為中國教務返回歐洲，1707年7月抵澳門，次

年又同陸若瑟重赴歐洲，此後未復返中國。1709

年至1713年在布拉格逗留期間，衛方濟整理出

版了《中國經籍六種》，包括《大學》、《中

庸》、《論語》、《孟子》、《孝經》和《小

學》的拉丁文譯文，從而將《四書》完整地介紹

到歐洲。衛方濟所以選譯《孝經》，據西方學者

研究，是因為《孝經》是中國官方指定的科舉必

試科目，在中國文人中知名度較高，影響較大，

有必要向歐洲學者介紹。而《小學》則是朱熹輯

錄的早期儒家的言論集。衛方濟的譯本儘管遠不

如《中國賢哲孔子》普及，但對它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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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漢學家給予充分肯定。法國著名漢學家雷慕

莎(Jean-Pierre Abel Rémusat)即認為“孔子及其弟

子的著作從未得到如此深刻的理解和闡述”，但

雷慕莎同時也指出：衛方濟為了使高度精煉的漢

語古文能讓歐洲讀者讀懂，加上了一些自己的理

解的同時，對一些艱澀難懂的字或詞進行解釋，

甚至不惜將註疏譯作正文，這樣就改變了原文的

面貌，也顯得過於冗長囉嗦。
(50)
德國學者沃爾夫

(Christian Wolf)在《關於中國人道德學的演講》

中提到衛方濟時說：

他研究中國二十餘年，翻譯了中國的重要著

述。此人具有敏銳的理性和很強的判斷力，據他

自己講，理性常常是模模糊糊讓人捉摸不透的，

因此為了能明白地認識真正的理性，他付出自己

最大的努力。在譯著的前言中他指出書中所述並

非隱含至深、高深莫測的科學，而是普普通通的

道德學、倫理學、治家之說、治國之智。促使他

翻譯這本書的原因，一個是文章內容的湛深，另

一個是為了眾多的從事於這方面研究的人們。自

中國人的思想傳播到歐洲百餘年來，有很多人做

過這方面的工作，但卻沒有完成。在詳盡閱讀了

這本書以後，他發現，著述中蘊藏着很高的哲

理，需要有技巧才能把它們發現出來。書裡的內

容，表面看上去毫無聯繫，但祇要你仔細思考就

會發現，這些內容實際上密切相關，有些觀點沒

有指出根據，但祇要審視恰當，就能發現，它們

實際上同理智完全一致。
(51)

可見沃爾夫對衛方濟翻譯出版《中國經籍六

種》極為讚譽。的確，僅《四書》被完整譯介到

歐洲這點而言，衛方濟享有這樣的稱譽可謂當之

無愧。

《四書》譯文出版的影響

《四書》被翻譯成西文以及在歐洲的出版，

其影響是深遠的。

首先，孔子的學說被系統地介紹到歐洲。雖

然殷鐸澤和柏應理在《中國賢哲孔子》序言中提

醒讀者，不能把孔子看作這些經典的作者，但這

些經典代表孔子思想，正確地體現孔子的精神卻

是毋庸置疑的。由前揭可知，1593年在羅馬即

刊出羅明堅所譯《大學》的部分章節，1672年

殷鐸澤在巴黎出版法文《中國政治道德學》，內

有殷鐸澤寫的一篇短序、五十四頁的《中庸》拉

丁譯文，書末還附有法文和拉丁文〈孔子傳〉。

但是，真正使孔子學說在歐洲如日中天的是柏應

理於1687年在巴黎刊出的《中國賢哲孔子》，誠

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就是在這一年，孔子的學

說有系統地傳入到了歐洲。從此以後，中國、孔

子、道德這三個名詞，在歐洲學者心目中，就成

了不可分離的‘三位一體’。”
(52)
儘管該書仍缺

少《孟子》，實際上祇能認為是“三書直解”，

但該譯本一出版，即在歐洲引起強烈反響。這部

書本來“是備那些到東方傳教的人參考用的，但

在實際上對教會以外的人也同樣有用”。
(53)
歐洲

許多知名學者對該書的出版給予積極評價。1688

年6月，法國學者貝尼埃(Francois Bernier)在閱讀

了《中國賢哲孔子》後寫道：

中國人在德行、智慧、謹慎、信義、誠

篤、忠實、虔敬、慈愛、親善、正直、禮貌、

莊重、謙遜以及順從天道諸方面，為其他民族

所不及，你看了總會感到興奮，他們所依靠的

祇是大自然之光，你對他們還能有更多的要求

嗎？
(54)

英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坦普爾(Will iam 

Temple)在仔細閱讀該書後，對孔子的為人推崇

備至，他說孔子是一位極其傑出的天才，學問淵

博，德行可佩，品性高超，既愛自己的國家，也

愛整個人類；他還稱讚孔子的文風是“詞句典

雅，巧譬善喻”。
(55)
他讚賞儒家主張的“為政在

人”之說，在其《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質》中指出

管理政府的人比政府的機構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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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

府；而且⋯⋯政府的管理形式多種多樣，但是

其間差別遠不及政府管理人員的品格來得巨

大。古時候有一種說法，叫做在最好的政府裡

帝王就是哲人，或哲人就是帝王。如果說，哲

人是指聰明的人，那也就是這樣的意思。
(56)

他這樣評價“孔子的著作”：

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倫理學，講的是

私人道德，公眾道德，經濟上的道德，政治上

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國之道，尤其是

治國之道。他的思想與推論，不外乎說：沒有

好的政府，百姓不得安居樂業，而沒有好的百

姓，政府也不會使人滿意。所以為了人類的幸

福，從王公貴族以至於最微賤的農民，凡屬國

民，都應當端正自己的思想，聽取人家的勸

告，或遵從國家的法令，努力為善，並發展

其智慧與德性。
(57)

坦普爾還寫過一篇題為〈討論古今的學術〉

(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的文章，在文

中他把孔子思想與希臘哲學相提並論，認為“希

臘人注意個人的或家庭的幸福；至於中國人，則

注重國家的康泰”。
(58)

另一位英國學者、同時也是著名東方學家的

威廉‧鐘斯(William Jones)，在閱讀了柏應理等

的《大學》拉丁文譯本後，寫了一篇論教育的文

章，現僅存〈大綱〉。在〈大綱〉一開頭就引了

《大學》的第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

民，在止於至善”。鐘斯在〈大綱〉裡說，“大

學”是“大人物完善的教育”，“明明德”是   

“培養與增進他的瞭解能力”，“新民”是“協

助與改善他的國民”，“至善”是“主要的善，

或永恆不變的善的習慣”。誠如范存忠教授所說     

“我們不相信鐘斯對於‘明德’、‘新民’以

及‘至善’能有透徹理解”，但上述的解釋說明

鐘斯抓住了一個要點，即他認為教育的最主要目

的是“ 善”：自己的“善”、一個人的“善”，

推而至於全人類的“善”。為達到這個目的，就

必須推廣知識，並培養瞭解能力。
(59)

德國著名思想家、科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在評價該書時這樣寫道：

這部著作並非由孔子親自寫成，而是他

的弟子將其言論加以收集、編輯而成。這位

哲學家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全部希臘哲

學家的時代，他總有着熠熠閃光的思想和格

言。例如，他說惟有在嚴冬裡觀察保持綠葉

的大樹，人才能明白事理。同樣，在平靜和

幸福的日子裡，所有的人看上去似乎都是一

樣，但正是在危險和混亂中才能看到大智大

勇之人。
(60)

萊布尼茨對附在全書後面柏應理編著的《中

國皇朝紀年表》給予極高評價。1687年12月，他

在向朗德格拉夫‧恩斯特(Landgrave Ernest)介紹

時如此寫道：

附於本著末的中國編年史極其重要。因為

根據一般的時代計演算法，我們覺得諸如伏羲

和黃帝那樣的第一批中國君主距洪水發生的時

代太近了。這無疑將迫使我們更主張採納《聖

經》七十子希臘文本而不是希伯來文本的《聖

經》，因為耶穌會士們自己也承認，至少黃帝

的歷史不會有疑問。
(61)

他進而認為，“除了猶太人之外，中國人在

他們史書的確切性和古老性方面超過了其他所有

民族，因為他們的政府幾乎是無間斷地延存下來

的，雖然其中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62)
美國學者

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認為柏應理的《中國

哲人孔子》曾對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產生過積極

影響。
(63)
不僅萊布尼茨，另一位德國學者門策爾

(Christian Mentzel)也曾深受《中國皇朝紀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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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門策爾寫過一篇關於中國歷史的著作，

文中用漢字列出了每個皇帝的名字，清代的皇帝

還給出了廟號，所有年代都使用中國的干支紀年

法。據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推測，門策爾

這些都是從柏應理所著《中國皇朝紀年表》中學

來的。
(64)

《中國賢哲孔子》繼拉丁文版後，又相繼

推出各種文字的節譯本，僅1688-1689年間出

版的法文節譯本和評論即有西蒙‧富歇(Simon 

Foucher)的《關於賢哲孔子道德觀的一封信》、

雷吉斯(Regis)的《評〈中國賢哲孔子〉》、貝

尼埃(François Bernier)的《中國賢哲孔子》、庫

贊(Louis Cousin)的《中國賢哲孔子的道德觀》

等。
(65)1691年，英國也出版了一個英文節譯本，

叫做《孔子的道德》。
(66)
有了法文和英文譯本，

一般人也可以閱讀了。“到了這個時候(指18世

紀——筆者註)，整個西歐到處可以聽到稱頌中國

的聲音”。
(67)

其次，《四書》在歐洲出版之際，正值法國

啟蒙運動興起之時，孔孟學說的適時傳入，對

啟蒙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啟蒙運動所包含

的理性思想，主要是受到了中國孔孟學說的影

響”。
(68)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Franç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對孔子極為仰慕，對孔子宣揚的倫理

道德尤為欣賞，在其各種著作中介紹孔子的學

說。在《風俗論》中介紹孔子學說時，伏爾泰寫

道：“在他的第一部書中，他說為政之道在日日

新。在第二部書中，他證明上帝親自把道德銘刻

在人的心中，他說人非生而性惡，惡乃由過錯所

致。第三部書是純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

鄙俗的言詞，可笑的譬喻。”
(69)
這裡顯然利用了

《中國哲人孔子》一書。伏爾泰對孔子的頌揚，

還在於他把儒家奉為他所心儀的宗教，從孔子學

說裡，他找到了他所宣導的那種道德化的以理性

為上帝的宗教。這種宗教既沒有宗教狂熱和迷

信，也不崇拜偶像：“他們的孔子不創新說，不

立新教；他不做被神所啟示者，也不做先知。他

是傳授古代法律的賢明官吏。我們有時不恰當地

把他的學說稱為‘儒教’，其實他並沒有宗教，

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賢

的宗教。孔子是以道德諄諄告誡人，並不宣揚甚

麼奧義。”
(70)
此段話道出了伏爾泰對儒教的看

法，即儒教是一種祇宣揚道德的宗教。他崇尚儒

教的目的就是以此來對抗天主教。他曾作了一首

讚美孔子的詩歌，暗中譏諷基督教。詩曰：

他使世人不惑，

啟發了人心。

他說聖人之道，

決不是預言者的那一套。

誰知到處使人相信，

也得了本國深深的愛好。
(71)

耶穌會士介紹孔子學說原意是為自己宗教的

教義辯護，卻未料到他們介紹的中國思想成為反

宗教者用以反對基督教的一種強有力的武器，他

們所介紹的“中國”則變成18世紀歐洲的理想

國。方豪神父在論及耶穌會士翻譯中國經籍時

亦認為：耶穌會士介紹中國思想至歐洲，“本

在說明彼等發現一最易接受‘福音’之園地，以

鼓勵教士前來中國，並為勸導教徒多為中國教會

捐款。不意儒家經書中原理，竟為歐洲哲家取為

反對教會之資料。而若輩所介紹之中國康熙年間

之安定局面，使同時期歐洲動盪之政局，相形之

下，大見遜色；歐洲人竟以為中國人是一純粹有

德性之民族，中國成為若輩理想國家，孔子成為

歐洲思想界之偶像”
(72)
。賴赫布恩亦在其所著《中

國與歐洲》一書中寫道：

那些耶穌會中人，把中國經書翻譯出來，

勸告讀者不但要誦讀它，且須將中國思想見諸

實行。他們不知道經書中的原理，剛好推翻了

他們自己的教義；尤其重要的是，就是他們不

但介紹了中國哲學，且將中國實際的政情亦儘

量報告給歐洲的學者，因此歐洲人對於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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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便能逐漸瞭解，而中國政治也就成為當時

政治動盪的歐洲政局一個理想的模型。當時歐洲

人都以為中國民族是一個純粹德性的民族了。
(73)

的確，伏爾泰以儒家思想作為其反對基督教

的利器，而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François 

Quesnay)則對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的中國政治

制度極盡褒揚，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能夠防止

君主作惡，能夠保證他在合法的行政管理中擁有

做好事的最高權力。這種權威對於君主來說是福

祉，對於臣民來說則是應該受到崇敬的統治”。
(74)

伏爾泰和魁奈二人因對孔子學說的仰慕及頌揚，

而被並稱為“歐洲的孔子”。

1711年衛方濟在布拉格整理出版《中國經籍

六種》，使《孟子》第一次得以在歐洲出版。伴

隨着《孟子》的出版，孟子所持的人本性善說也

傳到歐洲，很受啟蒙思想家的青睞，人性善說被

用於反駁霍布斯的性惡說。摩爾利(Morley)即指

出：

人性本善，世界能成一優美可愛的處所；

而目前世界之禍患乃惡劣教育、惡劣制度之結

果。(⋯⋯)蓋惟深信人之品格與境遇可以無限

地更化為善，則對於人類環境之改造，始有普

遍與堅忍的努力。
(75)

在啟蒙思想家看來，祇有人性本善，世界才

能和諧，才能追求美好的理想社會。英國學者李

約瑟(Needhem)在一篇題為〈中國文明〉的講演

中亦認為：

當余發現18世紀西洋思潮多係溯源於中國

之事實，余極感欣忭。彼18世紀西洋思潮潛流

滋長，固為推動西方進步思想之根據，17世紀

中葉耶穌會教友，群將中國經籍譯成西文，中

國儒家人本性善之哲學乃得輸入歐洲。吾人皆

知彼啟蒙時期之哲學家，為法國大革命及其後

諸種進步運動導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於孔子

之學說，而曾三複致意焉。不論個人表現與人

類真正性格距離至何種程度，吾人對於社會進

步之理想，唯有依賴人本性善之學說，方有實

現之望，而此種信心，吾人固曾自中國獲得

也。
(76)

總之，《四書》的譯介，極大地促進了中學

西漸的進程，中國文化的影響已不限於宗教界，

擴展到知識界，甚至及於王侯貴妃之間。據說

法國大革命時路易十六王妃馬利‧安團(Marie-

Antoinett)就藏有《中國哲人孔子之道德》及《耶

穌會士書簡集》。孔子學說對18世紀歐洲哲學的

產生有着重要影響，誠如朱謙之先生所說：“固

然這種哲學文化的產生，從一方面說是歐洲當時

一定物質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有它獨特的前後相

承的發展規律，即使受中國的影響，也必須通過

自身的社會經濟條件才起作用；但從另一方面來

說，卻不能否定它是受了中國文化影響，而為中

國哲學文化的傳播。”
(77)
還有，歐洲各界由對孔

子學說的接觸開始，展開對中國歷史、政治、地

理、經濟、文化、語言、宗教等的全面研究，最

終促成歐洲一門新的學科即漢學的建立。正如周

振鶴教授所言：“當法國在1815年正式建立起漢

學講座，標誌歐洲漢學研究的純粹學術化，把對

中國文化的研究變成一門學科的時候，其實是傳

教士奠基了兩百多年中國研究以後的必然結果。

同樣英美等國漢學的建立，也是新教傳教士篳路

藍縷的結晶。”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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